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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这个信息高度膨胀并具有极高共享度的大数据时代，

数据资源在学术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新中国诞生

之后，数据资源助力中国文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应该

注意的是，数据资源带来机遇的同时也带来了挑战，面对结构

化的数据库或知识库，学界的思维方式与治学方法需要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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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时代下的文史研究方法
刘  源    罗  兵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书籍文献弥足

珍贵，人们获取知识及其他信息

的路径除了人与人之间的口耳相传，便

只有阅读文字。相比于人与人之间的传

授，阅读已经足以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让人的学习方式更加自主便捷，获

取的知识也更加真实可信。然而，无论

是天灾还是人祸，都可能对书籍的保存

和流通造成巨大损害，知识载体的损毁

甚至可能直接带来知识本身的消亡，有

感于此，先贤常通过对古书的编辑来将

大量的信息与知识整合在一起，这可以

视作古人“数据库”建设的初步尝试。

刘向《别录》叙述左氏学传承云 ：

“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

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

授虞卿作《抄撮》九卷 ；授荀卿 ；荀卿

授张仓。”由此可见，“抄撮之学的立意，

是为了在较短的时间间内，花费较少的

精力，而得以对一部著作进行整体的简

要性把握。这一时期的此类著作采取何

种体制，是完全忠实于原文还是有所发

挥，今已无法考知，但这种删繁节要，

便于观览的编纂出发点，是非常值得重

视的。”吴坰《五总志》：“唐李商隐为文，

多检阅书史，鳞次堆集左右，时谓为獭

祭鱼。”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也记载：“商

隐工诗，为文瑰迈奇古，辞隐事难。及

从楚学，俪偶长短，而繁缛过之。每属

缀，多检阅书册，左右鳞次，号‘獭祭

鱼’。”李商隐为诗为文，都以用典绵密

著称，而支撑他的如此不厌其烦的隐词

比事的獭祭行为，难免成了人们津津乐

道的话题，从中我们不难觉察出一种取

向，即对知识的占有量和剪裁程度是人

们作诗作文内容丰富与否的必要条件。

秦观也提到了自己在成年记忆力衰退之

后，感慨检索文献之费时，故而不免依

样画葫芦。观古可知，古人在建构自己

的知识体系的同时，就已经有意识地对

既有知识做减法（所谓“抄撮”之学），

以便于记忆和检索，又对其做加法（所

谓“杂学”著述），借杂糅所学所见以

属词比事。可见，早在电子数据库诞生

以前，中国古代学者已经有了类似的活

动，其目的和功用，与现在并无二致。

数据资源助力新中国文史研究取得

巨大成就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史研究可

以利用的技术手段拓宽，材料获取途径

的多样性增强。数字网络以及移动通信

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学界得以应用

计算机和互联网对徽州文书以及甲骨文

等原始文史研究材料进行更有效且有深

度的辨析。20 世纪 50 年代，语言学家

迈克尔·文特里斯（Michael Ventis）

成功地破译了线形文字 B。麻省理工学

院和谷歌人工智能实验室的研究人员提

出的神经网络算法，实现了古希腊迈

锡尼文明时期线形文字 B 的自动翻译，

把 67.3% 的线形文字 B 同源词翻译成

了希腊语。人工智能、核技术和物理化

学技术等前沿技术的应用，使得原始材

料被更有效地甄别和解释，从而拓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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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广度，也促进了新材料的发现。除

此之外，信息时代带来的材料的重组、

学科的交叉、信息文化的兴起，也促进

了新材料的发掘、分析及更新。随着计

算机硬件能力的不断提升，加之数据资

源的持续累积，以大数据为核心逻辑的

智能应用革命开始逐步影响人类的日常

生活。在大数据技术的帮助下，人们可

以利用崭新的视角来实时、多角度、全

方位地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并更好地

预测未来，进而为生产和社会活动提供

海量而优质的决策。所以，信息文化的

快速发展，使得整体文化环境发生转变，

新材料不断出现、新材料整合速度不断

提高，客观上促进了数据资源的累积，

文史研究方法也因此发生变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路线的引领下，文史学界

不断开拓创新，中国古代文史研究焕发

出崭新的生命力。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

深化，国家经济实力日益增强，中国古

代文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具体表

现在学科构建、人才培养、成果出版、

国际交流等方面。中国古代文史研究不

断向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发展，我

国文史工作者在科学系统地借鉴并融

合古今中外优秀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基础

上，不断整合完善现有资料，积极探索

新的文献和考古材料，许多海内外罕见

文献因此得以整理并出版。以敦煌吐鲁

番文书、甲骨文、徽州文书、悬泉置简

帛以及众多民间文书为代表的新出文

献，夯实了我国古代文史领域的研究基

础，丰富了研究内容，拓宽了研究的深

度和广度。与此同时，文献古籍的数字

化也被提上日程，科研单位和各大高校

纷纷上线数据库项目，催生交叉学科研

究方法，文史领域治学与数字化时代同

步推进的趋势日益明显。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文史研究

者乘科学技术之东风，借助各类互联网

信息技术手段，植根于中国历史实际，

发现、整理和抢救了大量的文献古籍资

料，文献和古籍的保护进程得以显著加

快，古籍利用和保护之间的矛盾也得到

了妥善的解决。近年来，以敦煌文献数

字化和国际敦煌学、海外中华古籍合作

保护以及“一带一路”邻国语言文字中

汉字音的数字化整理等为代表的一批重

点研究项目不断推进，通过目录汇编、

图像 / 音频扫描、4D 数据库建设等工

具手段，在全面保护存档既有资料的同

时，有效地提高了文献内容和考古内容

的质量，为未来文史研究领域的广度和

深度提供了可靠的保障。这些成就，与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文献数据资料领域持

续不懈的探索整理，以及信息技术和数

字化手段的有效助力，是分不开的。

大数据时代为文史研究带来的机遇

与挑战

大数据时代，数据在我们的日常生

活与学术研究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传统纸质文献越来越多地被数字

化，各种形式的数据库层出不穷。数据

作为研究成果的同时，其研究基础的地

位也在不断被强调。具体到人文学科的

研究，数字文献大致可以分成传统文献

的数字影像和结构化的数据库。与数字

文献相比，传统文献具有天然的劣势，

除了传播方式单一、传播时间较长、保

存传播成本较高等众所周知的原因以外，

我们必须注意到 ：“旧媒体将知识分割于

不同的物理载体之中，比如说这本书的

知识很难与另一本书的同类知识关联，

这种检索工具很难跟另一种检索工具互

通，而学术研究则要求尽可能地联系各

方知识，便于重新组合和运算。学者重

组知识的能力越强，创造力也就越强。”

大数据时代在减少文史研究所耗费的时

间和物质成本的同时，使得学者可以高

效选取材料进行组合和分析，材料获取

效率增加。以往，学者为了查阅某一文

献资料可能需要跨越大半个中国，准备

许多证明材料，而现在足不出户便能查

询到自己需要的材料。前人遍检群书而

不得的内容，我们可能只需用几秒钟就

可以得到答案，不会利用电子文献检索

的学者则成了名副其实的“今之古人”。

这使得文史研究从侧重获取新材料转变

为侧重提出新问题，学术研究更具有效

率性，为学科的深入探究提供了便利。

数据库的广泛使用，打破了学科之

间的界线，拓宽了专门知识领域的边界。

跨学科的知识链接，为新知识体系的出

现架起桥梁，“国际数字人文机构联盟”

和“数字人文中心网络”这两大人文研

究数字联盟的出现，使人文科学和数字

科学加深融合，例如促进了历史学科从

解释性学科向求是性学科的转变，实现

了学科价值的扩展。进而可以说，数据

库的出现在不断拓宽文史研究角度的同

时也能影响其研究价值的扩展。同时“人

文计算”、复杂网络分析、大规模数据

分析等研究方法的使用，虽然在一定程

度上弱化了文史研究中的批判性与人文

关怀，但却在某种程度上革新了文史研

究的方式，从而使研究更具科学性。

数字文献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

从文献的保存、阅读和检索来说，不同

的数据库必然会展示出不同文字的准确

率和检索的查全率、查准率，即使数据

库的制作者精益求精并不断改进检索技

术，其文本的准确率已经做到了与纸本

文献不相上下，我们依然无法避免在检

索“吴梅”时发现众多“吴梅村”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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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条的情况，简而言之，数据库在无意

识检索的层面可以速度惊人，却依然无

法代替人类进行有意识的搜索。

从这个角度看来，大数据时代，我

们更要警惕的是“方法论”的错位。前

面已经提到，前人也构建过自己的“数

据库”，虽然和如今的数字文献相比，

它的规模无法同日而语，可恰恰是因为

被人有意识地编纂，它的优势在于其内

在的系统性和相互之间的关联性，“比

如敦煌卷子中发现的很多小类书，像《孔

子备问书》《随身宝》《太公家教》及《兔

园册》等，它的包罗万象和排列秩序，

其实可以反映当时知识的定型和简化”，

这种系统性和关联性交织在一起，构成

的内在的自足性正是这一时期图书的编

纂者和阅读者“共识性”知识体系的反

映，在这种“共识性”的知识、思想背

景之下，同时代或之后的学者分享、传

承彼此的知识与经验，他们对未知知识

的检索的出发点源自于对既有知识的理

解和掌握。如果我们不具备对“已知”

的熟悉，而却偏偏执着于“未知”的汪

洋，所面对的，将是极其危险的处境。

即使我们尽最大所能规避以“未知”

检索“未知”的情况，却依然无法忽

视数据（数据库）本身并不会说话的事

实，面对同样的数据，对文献的分析和

使用也是因人而异的，这种“横看成岭

侧成峰”极有可能导致截然相反的结论。

1980 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陈炳藻先

生在《红楼梦》讨论会上发表《从词汇

统计论证红楼梦的作者》一文，通过统

计《红楼梦》的词频，认定后四十回也

出自曹氏，一时引起巨大反响，是继高

本汉之后首次全方位运用电子检索和统

计的手段对《红楼梦》进行研究，然而

不久之后，中国学者陈大康先生同样用

精密的统计方法得出与之相左的结论 ：

《红楼梦》后四十回含有曹雪芹少量残

稿，但并非是作者原作。由此可以看出，

数据本身并不会说话，即使在大数据时

代，单单靠先进的统计方法，并不是解

决人文学科相关问题的“万能钥匙”。

大数据时代下文史研究的新路径

飞速发展的互联网信息技术，让我

国的文史研究呈现出若干新趋势、新特

点。国家的战略性规划，各级政府和相

关单位的持续投入，以及优秀学术人才

的积极参与 , 都为我国文史文献资源研

究与建设的系统化、数字化、科学化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利用大数据技术研究

中国古代文史，对其本身与相关领域的

学科建设和学术发展，具有极其显著的

意义，这种意义尤其体现在研究范式与

方法论的革新上。基于这样的理解，笔

者认为，大数据时代下的文史研究方法，

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创新 ：

一是解决单凭人力难以彻底解决的

疑难问题。如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周边国

家意象与天朝朝贡体系以及中国古代对

外交流关系的演化之间，是否存在联

系？对此类问题来说，数据库是基础，

文本分析技术是核心，需要通过定量统

计分析，进行作品的辨伪、异文对照，

解决修辞特色及风格题材的变迁等悬疑

难决的问题。二是重新验证已有成说的

史论。例如明代以李梦阳、何景明为代

表的前七子，其诗文创作中是否落实了

“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在大数

据技术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利用共词及

语义分析、人物事件交杂等思路，尝试

全新分析和检验诸如社团流派、人物关

系、情节演进、阶段特征、历史影响等

已有成说的问题。三是超越印象和定量

分析层面，科学梳理文史中存在的特征、

规律、关联性问题。例如白居易有诗近

四千首，陆游有诗词近万首，它们的格

局、题材、修辞、风格在不同历史时期

发生过哪些变化？通过对某作家或某一

类作品的深度学习，发挥其关联分析、

文本比对等技术优势，挖掘到以往不曾

注意到的迹象或线索，以期提高文学经

典研究的科学性和可靠性。

现阶段的中国古代文史研究，在数

据分析方面虽然已经起步，但多局限于

文献数字化阶段。主要用于数据内容存

放和管理的数据库仍然占据主流，而能

够实现分析统计的关系型文史数据库仍

然稀少。近些年，随着《中华经典古籍库》

等数字化文献资源库的推出，数据库在

文献检索功能方面已有较大的进步，但

结构化的实现统计分析和知识再生、运

用数字人文的分析工具和技术方法来研

究古代文史等功能，仍处在尝试性阶段，

未成规模，影响也不大。如何建设更为

丰富、完善的数据库，如何使数据库功

能更加人性化与科学化，如何让数据库

在文史研究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仍

是有待解决的问题。未来，文史研究学

界只要与时俱进，解放思想，将文史资

源的发掘、考证、研究置于科学技术进

步和文化繁荣的背景之下，充分调动各

方面资源，就能更好地保护、开发和利

用我国的文史资源，使文史研究始终与

国家同发展，同时代共进步。

（作者分别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

究生 ；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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